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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悬搁”到“重启”
———中国东南亚安全战略视角下的中马关系

演变(１９７８—１９８９)∗

蒋华杰∗∗

内容提要 中马两国于１９７４年建交,但双边关系在此后十多年

里却陷于“悬搁”状态.尽管最高领导人数次实现互访,中马经贸关

系提升却相对有限,政治上的敌意与猜疑也难以消弭.从中国的东

南亚安全战略视角审视,这一时期整个东南亚地区冷战的结构性制

约从根本上导致中马关系陷入长期“悬搁”状态,共产党和华人问题

是这一结构性因素的外在表征.越南侵柬后,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

略核心是以柬埔寨为战略支点抵挡苏联南下,为此,中国全力促使柬

埔寨三方形成以民柬为核心的体系化、制度化和长期化的抗越反苏

联盟.这一政策导致中国遵循缓步解决的方针处理东南亚共产党遗

留问题,进而客观上强化中马两国间的马共和华人障碍.此外,由于

中马在柬埔寨问题上一度存有立场分歧,中国始终缺乏优先改善两

国关系的意愿.直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亚洲冷战格局松动,前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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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性制约消失,中马关系才得以重启.

关键词 中国政治与外交 中马关系 东南亚安全战略 邓小

平 马共 柬埔寨

１９７４年,马来西亚与中国正式建交,实现东盟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的历史

性突破.中马建交不仅结束了中国与东盟国家间长期的冷战敌对状态,而且

推动了该地区的新加坡、菲律宾等国与中国进行外交接触,进而影响接下来十

几年东南亚地区政治外交格局和亚洲冷战格局转变.尽管率先建交,中马两

国政经关系却在接下来十多年内陷于“悬搁”状态.双方领导人数次互访难以

消解政治上彼此间的敌意与猜忌,双边经贸关系亦只在有限空间内提升.直

至冷战落幕前夕,中马政经联系的密度和层次开始落后于中泰、中新等其他双

边关系.

两国关系发展轨迹特殊,学界的研究也呈现相应特征.因其影响深远,学

者对１９７４年两国建交的内外动因、过程及其影响均有深入讨论,①形成较为多

元化的研究格局.相比之下,长期处于“悬搁”状态的中马关系由于未有重大

历史事件发生,也未对本区内国际关系格局形成支配性影响,加之两国政府均

未解密有关这一时期的外交档案,学者们难以对其产生持续的学术兴趣.迄

今为止,围绕这一时期中马关系的历史研究并未呈现如１９７４年建交事件那样

持续的多样化发展趋势,正如马来西亚大学中国研究所主任饶兆斌(Ngeow

ChowＧBing)教授认为,学术界在此问题上的探索“几乎呈现一片空白”.②

即便如此,少数国内外学者依旧尝试对这一时期中马关系长期处于悬搁

状态的原因做出初步解读.关于阻碍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马关系无法进一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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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原因,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的梁文勇教授(StephenLeong)认为,吉隆坡因马

共和华人问题而对中国心存戒备,同时,贸易对马来西亚人利益的损害以及南

海潜在的利益冲突也是重要因素.① 暨南大学周聿峨教授等人认为,冷战、马

共和华侨直接影响建交后马来西亚对华认识,进而造成两国关系发展缓慢.②

饶兆斌教授从马来西亚对外关系的视角,将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８９年吉隆坡对华政策

的变化过程概括为“由疑虑、踌躇到突破”.他指出,马来西亚政府制定对华政

策的考量因素包括对东南亚冷战格局的判断、国内安全、建国整合及经济发

展,而马共问题的存在使得马来西亚对华的疑虑不会彻底消失.③ 现有研究的

共同点是从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视角展开分析,在种族、宗教、经济、安全、冷

战等因素构成的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诸多因素中寻找阻碍中马两国关系发展

的关键因素,其中,马共和华人问题被认为是不可忽视的关键障碍.

任何现代双边国家关系的特质均基于互动形成.就中马关系本身而言,

当以互动视角观察两国关系时,不能忽视的基本事实是,由于地缘位置、人口、

资源、文化和政治制度等固有国家形态差异,北京和吉隆坡在安全、经济等攸

关国家利益的重大议题上就对手意图和目标进行的观察、认知和判断并非完

全一致.换言之,就各自国家发展和安全战略的图谱而言,北京和吉隆坡处于

非对等状态,双方由此会在同一时期对某问题的认知和应对上采取完全不同

的立场与态度.具体回到前述马共和华人问题,现有研究已从吉隆坡视角证

实它们是阻碍双边关系提升的关键性障碍.那么,转换视角来看,中国缘何在

放弃世界革命目标后继续支持马来西亚共产党(也包括其他东南亚共产党)?

更确切地说,中国缘何不彻底放弃势微的马来西亚共产党以推动中马关系发

展,从而在双边贸易等现实性议题上争取更多的实质性利益? 毕竟在改革开

放的情态之下,中国的对外政策决策显然已非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那样被革命

意识形态驱使.可以肯定,在这一对外政策发展剧烈变化的时期,中国高层的

战略思维中存在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且相当稳定的思考逻辑和决策排序,在这

一套思考逻辑体系中,中马两国关系的优先性已被其他在中国看来更关切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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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核心利益的地区性乃至全球性的战略议题所取代.如此一来,为更为全面

地理解中马关系悬搁的背后原因,需要超越双边关系范畴,从作为“另外一个

关键方”的中国视角出发,重新认识持续左右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马关系发展的

全球性和地区性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因素.

需要强调的是,本文选择以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为基本观察视角考察

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期间中马关系的发展脉络,主要是基于如下两点基本前提.

首先,在中国决策层的思考框架内,对马共的态度和政策并非只是单纯涉及中

马两国双边关系的议题,邓小平并非将其作为特定国别问题加以特殊对待,而

是将其视为区域性共产党问题中的一部分加以思考并一揽子解决;其次,就中

马关系本身的内容而言,尽管１９７４年到冷战结束前夕的中马关系长期悬搁、

内容平平并且发展缓慢,但它却牵涉此间一系列重大国际事件和重要国际关

系的变动,其中包括柬越问题、美苏的东南亚安全战略、中国的改革开放等.①

在很大程度上,在这一时期东南亚冷战国际体系乃至全球冷战国际体系变动

中,中马关系处于被动性地位,这使其可以扮演“显示器”的角色,尤其是对于

观察这段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而言更具有直接的样本价值.

如前所示,现有研究未能从中国视角解释双边关系悬搁十年的一个重要

的客观原因是,中马两国政府迄今为止均未解密关于这一时期外交关系的核

心档案,相比之下,中国方面的文献更是让学者难以触及.但近年来,不断出

版的领导人年谱和回忆录,以及通过多种途径公布的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和对

外贸易部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中方的文献.以此文献条件,基

于上述问题和假设,文章以１９７８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从而在对外战略上做出

新的重大调整为起点,回顾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９年中马两国政府之间的政经互动关

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东南亚安全战略的视角出发,以

两国关系中的关键议题———中国对马共政策和方针为切入点,②分析中国的东

南亚安全战略框架以及中马关系在其中的地位和角色,以探寻这一时期中马

关系特征及其背后的深层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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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马高层互访及其限度(１９７８—１９７９)

对中国的对外关系而言,１９７９年极具分水岭意义,一系列重大政治外交事

件从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层面重塑中国的外部国际格局和安全形势.年初中

美建交并确定“间接同盟”关系,①中国从而在中美苏三角关系框架内进一步推

动确立联美抗苏的格局.１９７９年２月到３月,中国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由此

使自１９７５年开始的中越政治经济分裂升级为中国和苏越联盟之间直接的军

事交锋.

在对越作战之前,邓小平落实了一系列外交举措.自１９７８年初开始的一

年内,他先后访问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美国,东

盟三国是重点之一.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访问最晚７月开始酝酿,考

虑到泰国总理江萨已于３月底访华以及担心越南领导人先期访问会导致局面

被动,外交部曾提议邓小平尽快启程,但邓小平却表示不介意越南人走在前

面.② 最终,邓小平对三国的访问被安排在日本之行后面.１１月５日,邓小平

从北京出发前往泰国,在这之前,苏联副外长费留宾(NikolaiFiryubin)和越南

总理范文同已于９、１０月访问东盟五国.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位访问东盟三国的最高领导人,邓小

平的到访为改善停滞四年多的中马关系创造了机会.整个访问议程最为核心

的部分是邓小平与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的两次会谈.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下

午,在第一次谈话中,邓小平重点谈论自己对苏联威胁的理解和中国的对外政

策.这位中国领导人向侯赛因强调了整个世界形势趋向紧张不安的根源来自

霸权主义争夺,可见他很希望在苏联对东南亚地区构成威胁这个问题上与马

来西亚取得共识.③ 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邓小平告诉侯赛因,中国对外政策

的目标“除同各国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外,就是延缓战争的爆发”,后者是

“中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根本依据”.④ 第二次会谈被安排在１１日下午,谈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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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转到马共和华人这两个敏感议题.邓小平保证中方的华人、华侨政策将

持续稳定,但在马方最为敏感的共产党问题上,他却建议双方继续遵守１９７４
年拉扎克访华时达成的默契,即将国家和政党关系分离,他认为“保持这个谅

解,我们的关系才能得到更大发展”.通过这次谈话,中国领导人明确拒绝承

诺完全放弃马共.①

邓小平在访问三国期间就共产党问题所做的表态口径一致.根据原中联

部部长朱良回忆,邓小平会见泰国总理江萨时明确表示“哪里有共产党不支持

共产党的”.② 他特别强调了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支持是“原则性问题”,根

据事后的转述,邓小平在访问三国期间就东南亚共产党问题所做出的解释大

致如下:“作为共产党人,在这些原则问题上不可能有别的承诺,必须把国与党

两个层面的关系分开,中国视有关政府同本国共产党的关系为内政问题,不予

干涉.中国人如果在这样的问题上放弃自己的原则,采取错误态度,那么在国

际上就没有对苏发言权.”③很明显,这是一个更加倾向于政治道义的解释.

考虑到先行到访的越南总理已公开承诺不再支持东南亚共产党,邓小平

这番表态的背后真正动机值得深究.作为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就开始参加与东

南亚各国共产党交往活动的高层领导人,邓小平不可能对这些党无丝毫情感;

同时,就外交技巧而言,如果紧跟越南后面做出类似声明肯定会造成外交上的

极度被动,但显然情感和外交技巧均非最核心因素.

邓小平的东南亚之行是一场预防性外交,即要在已愈发明显地预感到越

南可能入侵柬埔寨的情形之下,通过外交手段防止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东盟

诸国完全倒向苏越阵营,以此在东南亚孤立苏越两国.④ 邓小平的这一打算从

他前述对访问时机的选择上也可以得见.就预防性外交而言,邓小平很明显

已经抓住了关键,他在与江萨、李光耀和侯赛因的谈话中不断试探并支持他们

的和平、自由和中立政策.⑤ 事实上,客观现状对中国十分有利.不同于印支

国家,东盟国家主张在中苏之间保持中立.尤其是马来西亚,该国出于对自身

安全的考量推行东南亚和平中立区政策,拒绝域外大国力量介入东南亚,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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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它与苏越结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邓小平并不需要通过付出额外

的政治、经济代价的方式,主动让这三国成为自己的盟友,事实上,该目标对于

当时的中国而言短期内也无法企及.至少在当时被视为最大障碍的共产党议

题上,邓小平自己也承认这是个复杂的历史问题,自然“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找

到一种灵丹妙药来处理和解决”.①

考虑到越南和苏联的威胁,马来西亚最终在中越冲突中采取中立态度.

对于预防性外交而言,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期待的结果.但由于在共产党问题

上并未有任何实质性让步,邓小平到访对提升中马关系的作用十分有限.相

比泰国在泰共问题上采取的理解态度,马来西亚对中国在马共问题上的立场

极度不满.整个访问过程中,中马双方相互间充满疑虑,外交场面冷淡而尴

尬.马来西亚政府有意在邓小平来访的问题上维持低调,甚至限制华人举办

欢迎活动,②邓小平则拒绝向马来西亚国家纪念碑献花圈.③

意识到不可能在共产党问题上得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政治保证,马来西

亚对试图要入境的中国华侨采取各种限制措施.１９７９年前后,中国国内申请

回东南亚的华侨人数达到８０万—９０万,他们的目的地主要是马来西亚、新加

坡、印尼和泰国.中国政府当时已经同意华侨出国,但东南亚各国尤其是马来

西亚和新加坡,采取了包括限制年龄在内的各种措施.中方对此心知肚明,时

任国务院侨办负责人的连贯直言东南亚国家这样做是“害怕中国去的人会搞

颠覆,宣传共产主义”.④

半年之后的１９７９年５月,马来西亚总理侯赛因回访中国.从已公布的资

料判定,侯赛因打算先集中精力解决难度较低的双边贸易问题,即与中国签订

长期贸易协议彻底扭转逆差地位.自１９５８年开始,马来西亚在对华贸易中一

直处于逆差地位,并且数额在１９７４年达到１．５１亿美元峰值.⑤ ２０世纪７０年

代下半期,马来西亚对华贸易的逆差有所缓解,１９７７年首次实现贸易顺差,但

量微且不稳定.作为多种中国所需原料的最大生产国,马来西亚对此并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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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１９７８年９月,马来西亚外长东姑(TengkuAhmadRithauddeen)要求中国

增加进口本国产品,外贸部长李强表示会考虑购买更多产品,尤其是橡胶和棕

榈油.①

从贸易结构上而言,中国与除新加坡之外的东盟诸国均为初级产品输出

国,但商品种类不同,双方之间的贸易因此具备互补性.由于对东盟的橡胶、

木材、植物油、粮食和其他工业品有长期需求,②加之一直处于贸易顺差地位,③

中国在贸易政策上积极主动.１９７１年,马来西亚贸易代表团访华,周恩来示意

采取逐步发展或者签约方式推进贸易.④ １９７８年,邓小平在马来西亚访问时

答应侯赛因增购橡胶等商品,⑤李强为此于１９７９年３月访问吉隆坡商谈具体

事宜.⑥ ５月,外交部在侯赛因访华前夕讨论双边贸易问题,针对东盟提出的

希望中国增购初级产品并进口中国产石油等物资的要求,外交部内的主流意

见是应“适当满足,给予支持”.⑦

由于双方不断地沟通和互相配合,侯赛因在贸易问题上取得进展.在他

访华期间,中国承诺当年计划进口的橡胶、棕榈油分别不少于上年的１０万吨

和１４万吨.⑧ ６月,马来西亚外贸部副部长访问中国进一步推动双边贸易.双

方的努力使得两国贸易开启了１９７４年以来的第三波快速增长小高潮.１９７９
年,中国自马来西亚的进口额翻了近一倍,⑨使得马来西亚自１９７７年以来第二

次在双边贸易中占据顺差地位.

然而,中马双边贸易的曙光并不意味马共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侯赛因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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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中国期间试图在共产党问题上突破僵局.据英国人了解,当被问到为何要

支持东南亚共产党时,中方给出了新解释,即中国对东南亚共产党的帮助在本

质上与马来西亚对伊斯兰主义的支持并无二样.① 将马共问题上升到国家意

识形态价值观属性层面来解释,至少在逻辑上表明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暂时没

有改口的打算.

最终,侯赛因访华无力纾解两国自１９７４年以来在政治上形成的相互猜忌

和敌对的困境.以至于一位中国驻英外交官也感慨,相比前任拉扎克,侯赛因

的这次访问“更像观光旅行”.② 事实也证实这种说法并非空穴来风.１９７９年

６月,侯赛因对外宣布,如果中国继续支持马共的活动,马政府无意松绑对华民

间交流.③ 实际上,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也并非一帆风顺.在此之前,中国外

贸部决定派遣一支贸易小组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寻求合作机会,但他们被

迫在７月取消行程,原因是两国拒批入境签证.④ 对未与北京建交的新加坡而

言,拒签中国政府代表团实属正常,但吉隆坡在存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也这样

做,却显示中马经贸交流渠道仍处于脆弱和不稳定状态.

二、“悬搁”:中马经贸有限推进与政治

疑虑的续存(１９８０—１９８４)

　　通过双方高层互访及期间一系列外交接触,中方对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

认识和应对原则初步成形,外交部部长黄华在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５日的内部讲话中

对此有过总结.黄华认为,马来西亚对正在积极争取自己的中美苏越两方、四

国都保持距离,吉隆坡在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之间实行等距外交.至于马来

西亚这样做的动机,黄华认为是因为它害怕苏联渗透和越南的军事攻击以及

对美国多变的政策缺乏信心.黄华判断吉隆坡对中国的对越作战“表面上拍

手称快,实际上怕(中国)攻击”.中方高层的共识是三点因素促使马来西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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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接近中国.第一是中国巨大的国家体量及发展潜力,即“中国的资源、人

口和现代化步伐都(对马来西亚)造成一种精神压力”.另外两个因素是众所

周知的华侨和共产党问题,它们被认为是“相对具体且十分敏感的障碍”.① 言

外之意,这两个问题均直接地造成了马来西亚对中国形成防范和恐惧心理.

基于上述判断,高层的想法是,对马来西亚要“谨慎小心”,采取“渐进式方法扩

大关系”,同时“在外交上要给予必要支持”.② 至于如何“谨慎小心”或如何“必

要”,黄华则未有明确解释.从这一系列模糊措辞可以看出,此时中国对马来

西亚的政策基本上还处于一种边走边看的状态,中方并无迅速提升两国关系

的迫切性.中马关系在接下来的几年内依旧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双边交往

中最为重要的事件是中国总理对马来西亚的访问.

１９８１年７月,马哈蒂尔就任新一届马来西亚总理.不到一个月,中国总理

赵紫阳到访吉隆坡.中国总理这次访问的性质和重点与邓小平三年前的访问

差异明显.作为其力主推动的经济外交的一个步骤,中国总理把议程重点放

在两国经贸问题上.从中国自身的动机看,１９８０年底高层针对１９７８年开始的

经济过热进行了大调整,一系列计划指标的下调导致对外贸易在１９８１年急速

收缩,当年中国与东南亚贸易总额下降了１２．５％.③ 东南亚国家的对华出口未

能幸免,以天然橡胶为例,１９８１年,中国的进口量由上年的２８．０２万吨骤降至

１５．６５万吨,综合国际市场价格因素影响,进口天然橡胶的总价由３．３亿美元

减到１．４３美元.④ 中马贸易所受波扰尤甚,是年两国贸易总额比上年减少

３１８％,降幅居本区域各国之首.⑤ 与此同时,中国在经历了１９８０年的中美关

系波动之后开始重新推动第三世界政策.⑥ 中国与当时占全世界人口７０％的

第三世界地区的贸易仅占总量的１/４,考虑到这一情况,面对第三世界的经济

外交战略随即启动.马来西亚是重要的经济外交对象之一,中方内部认为需

要继续扩大对马出口贸易,以便“增加现汇收入,提高进口支付能力”.⑦

如前所述,中国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对马来西亚有所照顾,这一政策到１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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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并未改变.以中国主要的进口商品橡胶为例,１９８０年初国际市场的橡胶价

格比１９７９年上涨２５％,达到历史最高记录,①但中国不仅在高价位增加进口

量,而且在价格上有所让步.１９８１年,国际橡胶价格有所下跌,中国在橡胶贸

易上继续给予马来西亚一定优惠.②

马来西亚对中国在贸易方面给予的优惠与合作表示满意,但依旧对中国

总理的访问施以冷眼.根据一位美国驻香港总领馆负责经济事务的官员观

察,在总理访问的东盟几国中,马来西亚对中国总理的态度十分冷淡,远不如

菲律宾热烈.③ 背后的原因是始终无法绕开的共产党问题.侯赛因政府一直

对中国未完全斩断与马共的关系心存芥蒂,他本人执政末期在马共问题上持

续对中国施加压力和表达不满.１９８０年３月,马来西亚政府公开宣布,如果中

国保留与马共的“党对党”关系并继续支持“马来亚革命之声”,他们就有权对

此“做出自己的解释”.言外之意,如果中国继续支持马共,那么,马来西亚政

府将不会接受中国此前在各种场合就自己与马共保持关系所做出的全部解

释.３月１４日,在举行欢迎中国外交部长黄华来访仪式的几个小时之前,马来

西亚政府以处死三名在押马共成员的方式向中国外交部部长亮明自己的

态度.④

考虑到需要获得马来人的支持来稳固执政地位,上台伊始的马哈蒂尔在

马共和华人问题上选择强硬路线,以至于不少马来西亚华人批评他是极端种

族主义分子.从时机上讲,中国总理此次访问无法起到最大程度化解两国政

治互疑的作用.让情形更为恶化的是,中国总理在菲律宾访问期间就公开表

示要继续维持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虽然他保证这种关系“只是政治

和道义上的”,并且中国不会以此干涉东南亚各国内政,⑤中国总理的立场得到

了包括澳大利亚驻香港专员克林特诺思(Clint．North)在内的一些西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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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官员的理解和支持,①但这丝毫未消解马来西亚政府的不满与猜忌.马哈蒂

尔最终在共产党问题上公开向中国总理发难,而后者显然无法立刻更改既有

态度.１０月１２日,马来西亚外长加扎利(GhazaliShafie)批评中国既要维持两

国政府关系同时又要维持与共产党关系的双重做法,他直言“只要这种平行关

系存在,两国关系就很难进一步发展”.②

由于马共问题的影响,中国总理此次访问对推动经贸发展的作用差强人

意.１９８２年,中国与除菲律宾之外的东南亚各国的贸易出现恢复性增长,且平

均增长率为１６．２％.相比之下,中马贸易额只回升了６％.③ 此时,中国在东

南亚地区的贸易重心已转移到泰国和新加坡.泰马两国的产品结构比较类

似,在对华出口方面存在高度竞争关系同时也具备相互替代性.泰国１９７８年

的橡胶出口量达到４４万吨,产量完全可以满足中国的全部需求.１９７９年,中

国向泰国出口包括石油、机械、化工原料在内的２．１亿美元商品,进口大米、橡

胶、玉米等０．８３亿美元的产品.双方贸易额迅速提高,１９８２年的总额比１９８１
年猛增２３．７％.中国外贸部门优先发展中泰贸易的倾向十分明显,他们不仅

满意泰国低廉的商品价格,而且认为两国贸易存在着“运输方便、华侨多、政治

关系好”等优势.中方内部尤其视政治关系为贸易稳定发展的关键前提,相比

中马间充满疑虑和猜忌的状态,泰国因感到苏越威胁不断地拉近与中国的关

系,中方认为这是发展对泰经贸关系的“一个很有利条件”.④

马来西亚政府对华存有的政治疑虑,也从其与苏联、越南两国和台湾地区

之间的关系上侧面显露出来.基于共同的“反共”理念,马来西亚与台湾地区

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双方不仅在经济、文化和外交方面往来频繁,而且将合作

延伸到军事领域.１９８２年,蒋经国的心腹王昇访问吉隆坡,双方的合作进一步

拓展,马来西亚军方在涉及最高军事机密的电子战问题上向台湾地区寻求帮

助.⑤ 马来西亚对苏联和越南的态度相对暧昧与复杂.尽管苏联彼时是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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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亚最重要的橡胶买主之一,但出于对越南的印支联邦计划和苏联介入东南

亚的担忧,马来西亚政府对苏联外交人员的活动高度警惕并设有限制,但却默

许他们在马国内采取针对中国的各种攻击行为.新华社记者发现,苏越外交

官在马国内诸多场合利用华人和共产党问题针对马政府内的马来人官员挑拨

中马关系,并且苏越使馆的新闻官和塔斯社驻吉隆坡的记者十分活跃,他们每

隔几个月就要到马来西亚全国各地访问一次并到各使馆散发宣传材料,其中

关于柬埔寨和柬共的材料最多.新华社记者发现苏联和越南的宣传“起到了

一定的作用”,许多华人认为中国不应该继续支持曾迫害华人的柬共,与北京

关系十分密切的«星槟日报»总编谢诗坚也因柬共屠杀华人而对波尔布特十分

痛恨,①这让中方颇感被动和尴尬.

与此同时,因担心共产党影响,马来西亚政府在政治、经济和教育方面针

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日趋严厉.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在马来西亚工作和生活的华

人发现本族人在政府部门中的职位天花板已坍缩,华人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

只能到副部长级别.马来西亚政府在贷款、投资、工商业和贸易等经济活动领

域给予马来人特别优厚待遇,同时对华人采取种种限制.马来亚政府还规定

国立中小学必须使用马来文教学并逐步取消民办华文学校的华文教育.上述

种种限制措施使得不少当地华人对政府的“民族平等”政策完全丧失信心,日

益感到前途渺茫且难以真正融入当地社会.②

三、“悬搁”的背后:“马共障碍”与中国处理

东南亚共产党遗留问题的方针

　　高层互访并未根本上改善两国关系,上述事实证明,马共问题始终是马来

西亚疑虑中国的关键因素.由于共产党问题在东南亚数国均有存在,中国在

马共问题上的考量并非限于特定国别政策,前述邓小平访问东南亚三国时就

共产党问题做统一表态的做法亦可证实这点.“马共”问题之所以长期无法得

到彻底解决并成为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背后直接起作用的是２０世纪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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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初期中国制定和执行的分阶段缓步处理东南亚共产党遗留问题的区域性

外交方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即着手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革命运动.① 各党

命运在此后２０多年中多有波折,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国际共运形势悄然转

变,世界革命趋势已不再,印尼共、马共、缅共、菲共、泰共的活动均陷入低谷.

１９７９年,全世界２００多个共产主义政党和组织中,与中共有联系的新党只有

１００多个,分布在近６０个国家.中联部调查后发现,这些新党半数以上因遇到

较大困难而处于“停滞和基本消失的状态”,世界范围内路线跟随中共且活动

和组织都正常的政党组织不到２０个,且多数影响极为有限.②

此时,中国对国际共运的政策已经处于调整之中.１９７８年６月,中共与最

早被贴上“修正主义”标签的南共联盟恢复关系,这成为中国政党外交的转折

点,中共随后从意大利共产党开始恢复与各国老党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中

共与这些政党的交往原则发生质变.１９８０年５月３１日,邓小平建议各国党的

方针和路线要根据本国情况制定,不能按照他党发号施令.③ 寻求建立平等关

系而非之前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的做法此后被确立为党际来往的基本原则,

中共中央要求中联部不必促使外国政党遵循中国的经验和立场.④ １９８２年９
月,中共十二大报告正式以书面方式确定党际交往四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

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到１９７９年,考虑到除新加坡之外的东盟各国均存在不同程度地受中国支

持规模不等的共产党武装,如何处理与东南亚各共产党的关系已成为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外交部最早提出转变形式支持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建议,概

而言之即“今后要继续支持这些国家人民的革命斗争,但在程度和方式上要同

这些国家革命斗争的形势相适应”.考虑到需要联合东盟反苏,加上该地区并

不存在可以让各国共产党继续武装斗争的内外条件.外交部内的主流意见主

张要让东南亚各国共产党自力更生,减少对中国援助的依赖,同时,建议在有

关这些党的宣传报道和礼宾问题上取消“形式主义”.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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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直接负责东南亚共产党事务的主管部门,基于政党外交要“明朗化并

增加和保持灵活性”的原则,中联部的想法与外交部不谋而合.具体到东南亚

共产党问题上,用部长姬鹏飞的话讲,中国需要突破过去长期存在的“团结与

斗争”的国际阶级斗争思维窠臼,基于反霸的对外战略目标,采取灵活政策,做

到“既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政府的关系,也履行国际主义义务”.① 鉴于此,

中联部建议“要逐步地、有计划地(在十年内)处理东南亚共产党的问题”.

１９８０年１月初,中共中央经讨论批准中联部建议的方针,开始正式调整与东南

亚共产党的关系.据现有史料,这一方针的具体内容为“对缅、泰、马、菲等长

期坚持武装斗争的党,要同他们交换对东南亚形势的看法,推动他们适应新的

情况,改变斗争策略,高举民族独立的旗帜,把争取国内和平同国际反霸统一

战线工作正确地结合起来,建议他们着重采取秘密工作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

方式,打开新局面”.② 它表明决策层已经下决心维持党与国关系分离的原则,

继续支持包括马共在内的东南亚各国谋求生存与发展,只是在形式和方法上

做出改变.具体而言,中国要对东南亚各共产党保持政治和道义支持,鼓励他

们更多地走合法斗争的路线,同时逐步减少经济援助,以便更好地调和党与国

关系间的矛盾.

中方此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幅减少对东南亚共产党的公开支持.从

１９８０年开始,«人民日报»等官方媒体不再刊登涉及各国共产党的报道.各党

负责人访华的迎送规格被降低,他们不再被邀请参加检阅群众、国宴等各类国

家庆典仪式和公开政治活动.外交部当年开始严禁外交人员直接与当地共产

党发生任何形式的往来,相关的联络和接触工作由中联部全权负责.③ 此外,

中国政府在援助政策上进行了调整.１９８０年,乔石告知来访的缅共代表团,中

国将继续在精神上支持缅共,但经济援助要在未来五年内减少并终止.在这

之前,中国顾问团和志愿军事人员全部撤回.④ 当年底,中国拒绝了菲共关于

援助武器制造技术资料的要求,并表示可以协助菲共完成人员疏散和转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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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便为彻底结束该党的武装斗争做准备.①

中共对马共的政策基本遵循了缓步解决东南亚共产党问题的方针.两党

关系可以追溯到１９３０年,马共在成立之后不久便与中共建立联络.１９４９年

后,中国长期在政治和经济上援助马共.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马共曾数次尝

试和谈未果,加上军事斗争失利,其武装力量到１９６１年只剩下约３５０人.当

年,马共受中共影响开始重新确立武装斗争路线,并于１９６８年提出农村包围

城市路线,陈平等人决定从泰国南部派遣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突击队回马来亚

开展群众工作和游击战.但一年后马共内部就因肃奸分裂成“革命派”和“马
列派”,１９７６年１月,双方发生武装冲突.② 马共始终未取得政权,事实上自

１９７３年开始,其实力由于内部分裂已日益衰弱.对中国而言,马共革命在遭遇

自身外交政策转变的情形时就会成为棘手的问题.１９７４年,马来西亚总理拉

扎克访华要求中方放弃马共以实现两国建交,但毛泽东坚持“共产党要支持共

产党”.③ 最后,马方被迫退让,双方在党与国关系分离原则下建交.

中马建交对马共形成不小冲击,迫使其一度在宣传和军事上采取了相对

激进的做法,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在之后几年中持续发动一系列公开宣传攻

势配合马来亚民族解放军针对政府的袭扰.④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此尤为不

满,他们以改善国家关系为筹码不断向中国施压.１９７８年１１月,李光耀向来

访的邓小平要求马共停止广播.⑤ １９８０年１０月底,马来西亚委托访华的泰国

总理炳廷素拉暖带话,希望中国取消对共产党的支持并关闭马来亚革命之

声电台.⑥ 李光耀在１１月９日到访时也再次重复同样的要求.⑦

中方对此回复需要时间考虑,显示其在电台问题上的立场已有软化.在

缓步解决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历史遗留问题方针之下,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从

中国境内公开对外进行播放的做法已属于“形式主义”,同时考虑到在联合国

柬埔寨席位问题上需要东盟国家支持,邓小平很快决定满足马来西亚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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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KuanYew,FromThirdWorldtoFirst:TheSingaporeStory:１９６５Ｇ２０００,p．６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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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０,BritishNationalArchive,London,DocumentNumber:FCO１５/２７６３．
Ibid．



要求.１２月６日,他亲自接见陈平要求次年６月底关闭电台.① １９８１年６月

３０日,位于湖南的马来西亚革命之声电台停播并搬离中国,在华的马共人员逐

批离华回到游击区.１９８０年底,为安抚撤电台事,邓小平曾向陈平保证要继续

提供财政援助.② 一年之后,中联部告知马共经济援助将按计划逐步减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的马共军队和组织大部分位于泰国南部境内.据泰

国军方统计,到１９８２年上半年,马共在泰境有约三个团共１２００名军人,在马境

内只有约５００人.此时马共组织内的主流、马列和革命三派依旧处于分裂状

态,武装冲突时有发生,但都对华保持良好关系.马共在泰南地区控制的乡村

内辖约五万居民,经过数年经营,马共与当地民众的关系基本处于和睦与稳定

状态.马共的经济来源除国际援助,还有当地税收、商品走私及种植等.③

马共得以在泰南地区获得生存空间,除了得益于中国的援助和支持外,泰
国政府的态度最为关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泰南地区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

各种武装力量频繁活动,除马共之外,该地区还有受马来西亚影响并从事分裂

活动的穆斯林武装分子.泰国政府认为,后者对泰南地区的稳定构成更为严

重的威胁,泰马关系曾因此一度趋于紧张.在此情形之下,马共非但不被视为

泰国的首要安全威胁,而且一定程度上成为泰马之间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相互

掣肘的筹码.１９８２年６—８月,泰国军方取代马来西亚军队执行围剿马共的任

务,实际上对马共力量的打击留有余地,结果并未造成根本性破坏.④

目睹中越反目以及两国对外政策中的“革命积极因素”和“国际主义革命

色彩”都在减弱,马共高层在１９８０年已意识到“本区域革命将出现新景观”,遂
在路线方针上进行大调整.陈平等人更强调走独立自主路线,即“革命立足于

本国人民和自力更生为主”.⑤ １９８０年４月,马共召开扩大的第二届中央委员

会会议提出新形势下的斗争方针与政策,认为革命还处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初

期阶段,争取“人民”利益和“民主”权利被认为是当下斗争的中心内容和政治

诉求.基于上述考量,马共中央将在根据地重建的电台更名为“马来亚民主之

声”,并以宣传爱国主义与人民民主思想为中心工作.马共武装在此前后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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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整,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更名为马来亚人民军.① １９８３年开始,马共继续

通过广播宣传包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农村包围城市、统一战线等在内的

中国革命经验.② 但在学习参照中国经验方面,马共领导人却更为谨慎,他们

主张学习和灵活运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经验,但对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经验”,阿成等人认为处于游击斗争状态下的马共“不可能照搬”.③

四、战略支点上的错位:中马在柬埔寨问题上的分营对垒

缓步解决东南亚共产党遗留问题方针的形成并非孤立事件.已有研究指

出,这是中国反苏统一战线的结果,④也就是说,中国要在东南亚地区团结包括

共产党在内的各种力量形成统一战线应对苏越的扩张.这一结论表明,中国

对马共的政策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其在东南亚地区的安全战略有着密切的因果

逻辑关系.从中国当时在东南亚的整体安全战略角度看,中国在处理共产党

问题上采取双轨制框架下缓步解决的策略,是基于其以反苏为主线的整体性

对外安全战略考量的结果.

中越战争及苏联入侵阿富汗这两场地区热战从根本上形塑了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中国周边安全的基本格局.为防止苏联在地缘上形成合围,中国直接或

者间接地参与了这两场战争,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将其作为在南向和西南向国

土外抵挡苏联南下战略的两个战略安全支点进行经营.对苏联威胁的判断成

为中国决策层全球战略考量的一个关键出发点,对苏方针被视为“对外(政策)

的关键性问题”.⑤ 基于历史经验和现实考量,邓小平一直主张对苏联采取强

硬政策,他不断在重要的内政和外交场合重复关于苏联威胁的政策话语,并力

图使之成为中国领导人和主要职能部门决策思考的基本出发点.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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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的报告»,１９７９年７月１９日;«邓副总理会见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的谈话»,１９７９年９月２５日;«邓副

总理会见法国前总理、前议长埃加富尔时的谈话»,１９７９年１０月３１日.



尽管已将外交重点重新收缩回亚洲,但为应对苏联在全球范围内形成的

南下威胁,邓小平此时在国家安全战略上遵循了将所有地区问题纳入全球视

野中思考的思路.１９７９年５月,邓小平在接待侯赛因来访时指出,中国把印支

问题视为苏联全球战略的一部分来看待,因为“不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不能看

清楚印支问题的实质”.① 地区问题全球化的逻辑在１９８２年８月中方提出的

中苏关系“三大障碍”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印支问题被上升到左右中苏关系

的战略层面.邓小平相信“老虎屁股可摸”,他不止一次提到教训越南就是从

全球战略考虑的,目的之一是破坏苏联的战略部署.②

就全球安全而言,中国开始在中美苏大国关系层面上采取联美反苏的策

略,尽管后来适当拉开与美国的距离形成近美远苏的态势,但在三角关系中对

苏保持战略压力的目的始终一致.在非洲,中国实施包括援助在内的一系列

措施维持对苏联持续的战略干扰.③ 相比之下,印度支那和阿富汗是中国遏阻

苏联合围的关键点.越南出兵柬埔寨被中国决策层视为苏联整个南下战略的

组成部分,是其全球扩张战略的重要步骤.１９８０年１０月,邓小平正式公开将

柬埔寨与阿富汗视为两个对抗苏联南下威胁的战略支点,并认为“要坚决在这

两个点上顶住”.④ 战略层面上的“顶住”需要一系列政治、外交和军事工具的

支持,甚至不排除极端条件下的全面军事介入.１９７９年４月初,中国军队已经

完成了对越作战的再准备工作,８个月后,中国决策层敲定一项军事预案,即解

放军在必要时将进行一次或者多次的对越作战,并在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情

形之下采取军事措施,以此彻底消除被苏联及其盟友合围的潜在隐忧.⑤

由此不难理解,在１９７９年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柬埔寨议题在中国对

外安全战略中的特殊角色,援柬抗越(苏)成为中国整体对抗苏联的一个重要

环节.中国经营这个战略支点的根本策略就是,在中越边境一线保持对越南

灵活、适度和长期的军事压力,同时,寻求在柬埔寨建立体系化、制度化和长期

化的抗越机制,以便在这两个地区给苏联制造困难,打乱其扩张部署,从而为

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创造最终的有利条件.用中国总理的话来说,政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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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必须先对越南施加压力,采取有效措施支持抵抗运动是施加压力的必需步

骤.① 为此,中国全力支持柬共并促成西哈努克、波尔布特和宋双代表的柬埔

寨三方抵抗力量联合.在此情况下,从１９７９年开始到冷战结束,援柬抗越成

为最高决策层对外战略布局的一个重要部分.中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全力支

持民柬抗越,“哪怕只剩下１０００人,也要支持它(民柬)”.②

对越作战结束不到一个月,中国决策层已认定柬埔寨问题不可能在短期

内得到政治解决,针对苏越的柬埔寨抵抗运动将长期存在.③ 然而,此时,中国

决策层内部在是否援助柬共的问题上出现重大分歧.其根源在于两点客观事

实:第一,中方与西哈努克在联合柬共问题上态度南辕北辙,西哈努克坚决拒

绝与波尔布特合作;第二,柬共无法被包括东盟和英法澳等在内的反苏越国家

接纳,中国如继续公开支持柬共将会面临巨大的国际外交压力.也正因如此,

柬埔寨问题的棘手程度被认为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工作从未遇

到过的.考虑到西哈努克和英美等国的立场以及柬共的声誉,以王炳南为代

表的一派认为应该放弃柬共支持西哈努克.姬鹏飞和其他高层则立场相反,

他们认为须正视柬共作为一支有效抵抗力量的事实以及西哈努克和平计划的

不切实际.④

邓小平态度务实,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在与美国副总统蒙代尔的交谈中表

达了关于柬埔寨问题的三点想法.首先,中国将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前提

设为越南从柬埔寨全部撤军.至于政治解决的时机,邓小平认为“就是越南受

不了的时候”.其次,邓小平间接地表达了对西哈努克的不满,他认为西哈努

克作为一个民族领袖排斥波尔布特是“看得太近,站得太低”.邓小平暗示中

国不会逼迫西哈努克,但断定西哈努克抛开柬共另立政府的计划不切实际,因

为“他没有真正的力量”.邓小平还暗示西哈努克如想获得中国支持,就必须

改变做法,用他的话说就是“(柬埔寨)国家元首只能是西哈努克,但不是现在

的西哈努克”.最后,也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解释了中国支持柬共的原因,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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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唯一能够抵抗越南、在国内坚持斗争的还是波尔布特”.① 不久,邓小平

将这一想法公诸于世,他告诉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中国支持波尔布

特“没什么奇怪的”,因为要“正视现实”.②

邓小平对柬共的支持显然不是出于继续推动世界革命的需要,甚至也难

以称得上是“半个革命”动机,③而是一种基于对局势的判断所做出利益最大化

决策选择.对比柬埔寨抗越三派力量,尽管在越南入侵的时候遭到了重大军

事打击,柬共的军事能力依旧最强.１９７９年底,柬共经过改组成立民柬政权,

清点整编后的军队人数超过３．１万,约占当时整个抗越力量总和的七成.④ 柬

共军队此后恢复到４万—５万人规模,考虑到彼时柬境内的越南军队约有１８
万人,中方曾建议波尔布特在三年内将军队扩至１２万人,加上宋双的军队,抗

越力量能在局部军事接触面占有优势并形成整体上的均势.⑤ 相比之下,宋双

阵线的军队无论质量还是数量都处于劣势,其军队的基础是朗诺旧军官领导

的三股散兵,人数在１９８１年前后只有三千多,到１９８４年勉强发展到约１万

人.⑥ 三派之中,西哈努克的军事力量最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逻辑上讲,中国在全力支持柬共的同时不可能即刻中断对其他东南亚

共产党的援助.更何况,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在反苏越问题上与中国高度一致.

１９７９年初,泰共将支援柬埔寨抗越作为全党主要任务,并于１１月公开声明愿

意在苏越入侵泰国的情况下团结各种力量赶走侵略者.⑦ 马共公开支持中国

对越作战,谴责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且主张在马来西亚国

内建立反苏统一战线.马共内部认为“苏越霸权主义及其走狗同我国各民族、

阶层之间的矛盾已在上升,并可能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⑧

０５１

«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２１年 第５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外交部:接待蒙代尔访华简报(第七期)»,１９７９年８月２７日;“SummaryoftheVicePresidents
MeetingwithPeoplesRepublicofChinaVicePremierDengXiaoping,”August２７,１９７９,TheU．S．State
Department,ed．,ForeignRelationsoftheUnitedStates,１９７７Ｇ１９８０,Vol．XIII,China,pp．９４２Ｇ９４３．

«邓小平副总理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的谈话»,１９８０年９月８日,载新华社编:«内部

参考»１９８０年第７５期,第１０页.
１９８１年５月,中国总理曾对外表示支持民柬不是支持波尔布特本人,而是支持一项公认的国际准

则,支持民柬主要是为了反对越南侵略,不意味着将来支持波尔布特执政.参见«赵紫阳总理谈国际形势»,
１９８１年５月１８日,第１７页.

«黄华:八十年代外交形势、政策与今后任务»,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５日.
«胡耀邦与金日成谈话记录»,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柬埔寨各方出现联合抗越新趋势»,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１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１９８１年第１８期,

第２页;«胡耀邦与金日成谈话记录»,１９８４年１１月２７日.
«黄华:八十年代外交形势、政策与今后任务»,１９８０年１月２５日.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马共关于国内外形势的看法»,１９７９年８月.



中国基于自身在柬埔寨问题上的战略利益考量全力支持柬共,不仅直接

导致马共问题无法即速解决从而影响中马关系,同时也使得三方抗越联盟问

题复杂化.１９８０年开始,中国和东盟在抗越联盟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不断加

剧.中马两国在这一过程中始终处于分营对垒的状态,严重制约两国政治互

信的建立.

相比阿富汗战场上的反苏战线,柬埔寨抗越联盟问题十分复杂,主要根源

来自西哈努克、柬共和宋双三派抵抗力量彼此间深刻的矛盾.让问题更为棘

手的是支持三派的国际力量间也存在着利益纠葛,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也包

括泰国)和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三国之间的分歧.

中国从全球反苏的层面认知和解决柬埔寨问题,马、新、印尼三个东盟国

家却力主将其视为东南亚区域性问题加以解决,三国的基本应对思路是让中

苏两个域外大国退出东南亚,由东盟和其他印支国家直接与越南对话政治解

决柬埔寨问题.① 这一思路在１９８０年３月２６日马来西亚联合印尼发布的«关

丹宣言»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② 考虑到对共产党担忧、西哈努克与民柬之间的

矛盾以及国内民意基础等因素,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三国在抗越三方中选

择支持宋双成为抗越联盟的主导者.然而,中国却对宋双疑虑重重,在北京看

来,在三派矛盾无法调和的情形下,放弃有历史感情和政治信任基础的柬共另

起炉灶本非明智选择.更何况宋双将红色高棉视为仅此次于越南的“柬埔寨

第二大敌人”,与越南一直主张的在政治解决中排除波尔布特的立场十分接

近,这尤其不能为北京所接受.新华社记者在与宋双交谈后,认为其“对越南

仇恨不深,对民柬有颇深的仇恨”“反共思想顽固,政客手腕娴熟”.③ 宋双的参

谋长丁代尔更是直言当下与红色高棉联合的条件不成熟,他坦言“红色高棉是

老虎,我们是牛,联合就会被吃掉,等我们成老虎之后再联合”.宋双曾不止一

次主动向中国请求援助可以装备三万人的武器装备,由于无法取得信任,均未

得到应允.

１５１

从“悬搁”到“重启”

①

②

③

«柬埔寨三方会晤和联合问题»,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０日,河北省档案馆,档号９３７Ｇ４Ｇ１４０,第３５页.
JohanSaravanamuttu,MalaysiasForeignPolicy:TheFirstFiftyYear,Singapore:Instituteof

SoutheastAsianStudies,２０１０,p．１７４．
«宋双的政治主张和当前策略»,１９８１年３月１８日,载新华社编:«国际内参»１９８１年第２０期,第

１１—１７页.



越南入侵柬埔寨后,东盟五国多次在外交上强烈谴责越南并要求撤军,①

但在推动三方联合的问题上却进展不利.民柬在１９７９年就曾号召三方联合,

但因彼此积怨过深没有成功.抗越联盟的问题到了１９８０年出现转机.６月２３
日,越军入侵泰国暖马木村,这使得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转变态度,紧接着

举办的第十三届东盟外长会议决定中断与越南的对话.作为抗越三方的直接

庇护国,泰国的态度甚为关键,由于直接地感受到了越南的威胁,泰国转而积

极并且强硬地推动宋双和西哈努克与民柬联合.②

三派在泰国的直接施压下自１９８１年２月启动历时７个月的谈判.９月

２—４日,三方发表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四点声明,并决定设立特别委员会商讨

具体事宜.特委会经过１０轮商谈后于１１月１４日就联合政府的组织原则和框

架达成重要协议.中泰两国此时在抗越问题上的立场十分一致,邓小平直言

泰国是“中国同东盟国家合作的桥梁”,③中国早在１９８０年便制定了包括直接

军事干涉在内的援泰计划.④ 因此,上述一系列政治商谈不可避免地使民柬取

得了主动地位,加之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８日三十六届联大再次认可了民柬席位,以

及当年１０月２０日柬埔寨问题决议在联大的支持率上升,波尔布特“以我为主”

的想法越发突出,他甚至要求联合政府“必须保持无产阶级专政”.宋双则打

算获取联合政府中的多数席位并要求强制波尔布特等柬共领导人流亡国外.⑤

西哈努克则既不满意民柬掌握主动权,也反对宋双的要求,而是提出平分席位

的主张.⑥ 三方的要求相去甚远,宋双和西哈努克均打算退出会谈.

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不能接受没有宋双当总理的联合政府.７月１４
日,在三国的推动下,东盟在联合国柬埔寨问题国际会议上提出全面政治解决

的五点设想.⑦ 其中,“柬埔寨各方解除武装”和“建立一个临时过渡政权”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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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明显针对民柬.在中国的推动下,这两点内容最后遭否决.但是,东盟三国

并未放弃自己的立场,１１月２１日,新加坡副总理拉贾拉南和外长达纳巴兰突

然访泰,三天后公布组建松散联合政府的新建议.在中方看来,新建议在继续

推动会谈的同时意在扭转宋双和西哈努克在特委会中的不利局面,实现以宋

双为代表的“第三力量”取代民柬主导地位的目标.

由此,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一方与民柬、中国一方的关系陷入紧张,中

国对东盟各国的做法极为不满.１９８１年９月,外交部部长黄华在内部讲话中

对东盟的这种不满情绪溢于言表.他批评印尼、马来西亚错误地视中国而非

苏越是最大的威胁,认为东盟这样做的目的是“幻想牺牲民柬来迎合越南,讨

好苏联,同苏越达成妥协,换取苏越停止南下并对付中国”,黄华肯定这种做法

是会带来灾难的战略性判断和政策错误,东盟“必先深受其害”.①

最终,三派于１９８２年６月２２日在吉隆坡宣布成立以西哈努克为主席的松

散的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CGDK).联合政府的成立并不意味着中国和新、

马、印尼在抗越联盟及柬埔寨政治解决问题上最终形成共识.尤其是在政治

解决柬埔寨问题上,三国的想法却与越南继续靠近,即柬埔寨问题区域化并在

印支三国和东盟之间实现政治解决.当年６月举行的第十五届外长会议期

间,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邀请越南外长阮基石访问本国.７月１８—３０日,

越南外长阮基石访问了新马泰和缅甸.阮基石采用了拉拢马来西亚和新加

坡、孤立泰国的策略,而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关系再次成为越南离间策

略的工具.② 马来西亚和越南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此后有进一步

的靠近.１９８３年３月上旬,加扎利在新德里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期间

提出由东盟五国与越南、老挝谈判解决柬埔寨问题的“五加二”方案,该方案未

将撤军和自决两项原则列入其中.③

１９８４—１９８５年,越南军队对设在柬泰边境的各派抵抗力量基地发动旱季

军事攻势,由于组织松散且未真正实现军事联合,只限于外交作用的民柬联合

政府无力抵抗.越南军队占领这些基地之后,基本切断国际社会通过泰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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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物资进入柬埔寨的通道,从而使得抵抗力量的进一步发展成为问题,此后双

方军事对抗进入僵持状态.①

五、东南亚冷战终结与中马关系“重启”(１９８４—１９８９)

当抗越力量和越南军队在柬泰边境一带陷入对峙之际,整个印支地区的

形势同步进入了调整期.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东南亚冷战整体格局开始松动

并走向终结.从中国的东南亚安全战略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的第一步首先

是中苏关系的松动.

中苏关系正常化进程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呈现出加速趋势,中苏双方都

开始表达了缓和紧张关系的意愿.② １９８４年５月,金日成访问莫斯科,向苏联

最高领导层转达了中国改善中苏关系的意愿.契尔年科虽有些怀疑,但依旧

向金日成表示苏方愿意改善与中国的关系.③ 中国决策层在得到消息后进一

步调整了对苏和解政策.９月４日,胡耀邦告诉外交部部长吴学谦,与苏会晤

时候“不必吵架,要讲情况、讲理”,避免陷入２０世纪６０年代那样的中苏意识形

态论战.④ １２月,阿尔希波夫访华,打破了多年来禁止称呼苏联为社会主义国

家的禁忌.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对中国决策层的影响甚为关键.在此前后,中
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正式变成了一个,即中方将中苏关系正常化与印支问

题直接挂钩.印支问题从大国全球战略对抗的层次回归到东亚地区问题的层

次.⑤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９日,邓小平请齐奥塞斯库转告戈尔巴乔夫,只要中苏之间

在越南从柬埔寨撤军问题上达成谅解,他愿以最高领导人身份访苏.邓小平

的这一番态度实际上是向戈尔巴乔夫抛出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大绣球,推动

后者加速调整政策.⑥

相比１９８０年前后,此时中国决策层眼中的苏联威胁开始降低,安全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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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升到和平与发展的理论高度.① 中国最高决策层就战争与和平问题———这

个历来被视为是制定国际战略重要依据———的看法发生了微妙变化.１９８４年

夏,邓小平在北戴河就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新看法,他认为中国下决心搞四化

建设,即使战争发生,只要“不搞到我们的头上”就行,“世界大战即便打起来中

国也不会参加”.②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印度支那问题之所以成为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唯一前

提,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该地区冷战格局的转变密切关联,尤其是柬埔寨问

题随着各方态度的缓和而具备了和平政治解决的可能.苏联态度的变化直接

导致了越南在对华政策、撤军问题上改变态度.首先是１９８５年１月的越老柬

外交会议公报在对华关系问题上的措辞有所缓和.③ 紧接着,黎笋于６月在莫

斯科访问期间公开表示要恢复中越传统友好睦邻关系.④ 次年３月４日,越南

对外透露了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７月,戈尔巴乔夫在海参崴发表讲话,提
到“柬埔寨问题取决于中越关系正常化,现在是良好的时机,整个亚洲都需要

这点”.⑤ 苏越态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推动柬埔寨问题朝着民族和解的方向发

展,柬埔寨抵抗力量三方提出政治解决的八点建议,号召成立以西哈努克为首

的四方联合政府,金边与河内积极回应.⑥

此时,在中国决策层案头,如何让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在完全失去支持的情

况下独立发展已是一个亟须落实的议事日程.１９８４年９月６日,中央书记处

开会讨论调整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政策.胡耀邦、万里就泰共、缅共问题拟定

了可以具体执行的解决方案.简而言之,中方打算劝说泰共完全放弃武装斗

争的计划转向合法斗争道路.缅共的问题相对复杂,中国决策层计划借用中

英两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一国两制”方案,促使奈温政府承认缅共并开辟

一到两块“特区”供其经营和生存,从而使缅共合法化并与政府长久和平相处.

这套方案最后被提交给邓小平,⑦姑且不论上述政策最后的定夺乃至落实效

果,仅就整个建议的思路而言,其内容就折射出中国决策层在处理共产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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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进一步转向,即为完全切断对东南亚共产党援助做政策准备.

从结果来看,东南亚共产党问题基本上八到九年就全部解决.１９８５年以

后,除了与澳共(马列)等少数几个新党保持联系外,中共与其他新党不再来

往.① 此后,中国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遗留问题的处理进程加速.具体措施包

括:通过提供一次性援助方式彻底中断对缅共的援助;撤销印尼共和泰共的在

华机构;遣散各党在华工作人员等等.大体上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中国与

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联系完全中断.

中国在马共问题上的态度于这两年内发生明显转变.１９８４年２月,吴学

谦到访马来西亚.在谈到马共问题时,吴学谦做出的解释发生了微妙变化.

他一方面告诉马来西亚外长加扎利马共问题是马来西亚的内政,中国既不干

涉马共内部事务,也不介入马来西亚国内政治,马共问题“不是双边关系问

题.”另一方面,吴学谦表示,中共只是打算与马共保持基于道义的关系(moralＧ

basedrelationship),并就这种关系做出更为明确的解释,即“它与其他任何一

种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政党间的关系无异”.为了让马方相信这种道义关系

与革命颠覆不存在任何关系,吴学谦保证,如果马共在华人员想回国,并且马

来西亚政府愿意接纳,那么,中国随时可以送他们回国.②

对于当时的陈平和整个马共领导层而言,武装斗争道路已到尽头.马共

内部军心严重涣散,部队逃兵不断,整个组织的生存和活动难以持续.③ １９８６
年４月,中联部负责人同陈平等马共领导人协商进一步调整两党关系的问题,

中方决定从１９８７年开始终止对马共的援款,在这之前给予马共一笔大额援

款,以便它自力更生解决经费问题;同时,中方决定停止马共以中国为指挥基

地与马来西亚国内支部的联系工作.陈平最终对中方的决定采取了理解的立

场,并决定留在中国养老.④ １０月,中国副总理田纪云访问菲律宾表示将永久

性停止对菲共的全部物资和道义援助.⑤ 到了马来西亚,田纪云表示中国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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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已“丝毫没有联系”,言外之意,中国的道义支持也不再继续.①

马共问题的解决为中马关系的发展扫清了主要障碍.此时,马来西亚自

身的安全战略出现了转变,鉴于越南威胁的减弱,吉隆坡提出了综合安全观,

马哈蒂尔开始集中精力发展国家经济.② １９８４年正值两国建交十周年,２月和

５月,中国外长吴学谦和马来西亚外长加扎利互访.实现全面经济合作已经成

为马来西亚对华政策的优先目标,这从加扎利率领的访华代表团成员构成可

以看出,除了１０位政府高级官员外,代表团剩余的２２名成员均是马来西亚工

商业知名人士及财团负责人.上海市外事部门的接待人员发现,代表团中的

马来人商会代表对技术合作十分积极,他们极力向中方推荐天然气开采与利

用、铁矿精炼、浮动码头等技术.在与上海市市长的晚宴中,加扎利热情发言,

着重表达加强经济合作的愿望.中方十分清楚马来西亚代表团的意图,认为

在竞争条件下与马方的合作“也是可能的”.③ 加扎利的这次到访实际上进一

步推动了马来西亚政府调整对华政策,他回国后向内阁和首相提议在不危害

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加强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建议最后获采纳.④ 从１９８５年开

始,马来西亚开始放宽与中国的民间交往管制,⑤实际上为全面的经济合作扫

除政策障碍.

１９８５年１１月,马哈蒂尔率领庞大的经济代表团访华,出发之前他已经得

到中方以最高规格接待的许诺.⑥ 马哈蒂尔的访问意味着马来西亚政府改变

了之前的对华政策,他的这次北京之行与之前的氛围和效果已明显不一样.

马哈蒂尔本人更加关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而不是共产党和华人问题.这是

一次成功的访问,在整个代表团离开北京回国之后,中国总理在一次内部的总

结讲话中提到,马来西亚总理对这次访问取得的成果“比较满意”.马哈蒂尔

本人回国下飞机时即公开表示马共问题不应成为两国发展经济关系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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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北京之行结束不久,马共问题进入了最后解决阶段.１９８６年６
月,马来西亚政府请中方传话给马共表示愿意和谈,中方一边回应这是马来西

亚内政事务,同时把此消息告诉陈平.① 马共和政府通过两年的谈判最终于

１９８９年签订«合艾协议»,马共问题彻底解决.在这之前,中马两国关系已步入

了发展快车道.短暂调整之后,双边贸易从１９８７年开始迅速增长,贸易总额

是年达到４．４７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约４２．４％.②

结　　论

本文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东南亚安全战略的视角解释中马两国在建交

之后双边关系长期陷于悬搁状态的深层次原因,即阻碍中马关系的根本原因

并非双边关系中的共产党和华人问题,而是这一时期整个东南亚地区冷战的

结构性制约.

自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开始,为防止苏联南下对自己形成战略合围,中国

在大国关系和地区安全层面建构自身的安全战略,阿富汗和柬埔寨是两个关

键的抵抗苏联南下的战略支点.中国在两个地区均采取了建立反苏国际联盟

的策略.中国为此全力支持民柬同时促成柬埔寨三方抵抗力量联合,考虑到

军事力量、对越立场等现实因素,决策层最终选择全力支持柬共.这就导致了

两个结果:第一,中国采取缓步解决东南亚各国共产党遗留问题的方针,在经

过一系列的政策平衡之后,继续维持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的支持;第二,中国

与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三国在柬埔寨本土三派力量联合问题上的分歧始

终难以弥合,双方在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上的立场并不一致.对于中马关系

而言,这两个结果都形成了结构性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客观上直接或间接强

化马共和华人华侨障碍,由于马来西亚一直未能从中国最高层那里获得有关

马共问题的政治承诺,其对华政策一直充满猜忌与疑虑;另一方面,中马双方

在柬埔寨问题上处于分营对垒的状态,中国始终缺乏优先和根本改善中马关

系的意愿.最终的结果就是,双方高层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１年期间虽曾有数次外

交访问,但均无法让两国关系重启进入发展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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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此而言,中马关系的发展从根本上被中苏关系的基本格局所制约.也

恰恰因为如此,中马双边关系的重新启动进程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苏关系

正常化进程呈现明显的正相关.中苏关系正常化加速、印支地区冷战格局缓

和等因素使得制约中马关系发展的结构性障碍开始消解.具体体现为中越关

系改善、越南在撤军问题上松口、柬埔寨问题朝着民族和解方向发展.由此,

柬埔寨作为中国抵挡苏联全球南下扩张的战略支点的地位和角色开始降低.

在此情形之下,中国对苏联威胁的判断发生变化,并调整对东南亚各国共产党

的政策,最终放弃党与国家关系分离的双轨制,完全切断与马共的关系,阻碍

中马关系重启的关键性障碍消除.

中马关系从“悬搁”到“重启”的变化过程显示,改革初期的中国对外政策

不得不面对前改革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和历史遗产,由此带来

的一些挑战往往超越了中国自身的应对能力,使得对外政策不得不面对一些

自身很难解决的结构性困境.中马关系中的“马共障碍”长期存在,其根源在

于中国在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时候,不得不对一个主要由于过去革命意识形

态因素造成的历史问题采取非意识形态化的应对.换言之,中国支持马共并

非出于世界革命的诉求,而是基于自身相对孱弱的国家能力,不得不继续依靠

民柬等现有的共产党军事力量,进而实现维持和壮大柬埔寨这个战略支点的

目标.这种内在的冲突和矛盾使得当年的决策者不得不感慨这一系列的选择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外交上最为棘手的.尽管如此,从整个决策的过

程来看,中国高层的目标明确并且十分务实.

本文的研究证实了这一时期中马双边关系有十分明显的“被动性”结构特

征,即决定双边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和阻力并不在于双边关系内部,而是来自

双边关系所处的地区乃至全球的国际关系体系.中马关系这种“被动性”的结

构特征并非特例,中国和东欧五国之间的关系也存在着类似的结构特征,即决

定双边关系的因素并非是中国和这五个国家之间的直接关系,而是更高一个

层级的中苏关系.① 从现实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种具备“被动性”结构的双

边关系绝大部分时候并不具备从根本上改变整个国际关系体系发展方向的可

能,甚至对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的影响也相当有限.但是,它更多地成为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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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更为重要的双边和多边关系结构变化的晴雨表,也恰恰因为如此,它更能

准确地反映出该地区不同力量对比和整个国际关系结构的特征.

最后,回到中马关系本身,中国外交部部长姬鹏飞曾以“有邦交,但无心

交”描述中国与那些因共产党问题而彼此貌合神离的邦交国之间的关系.① 中

国领导人早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也已意识到自身的发展会让马来西亚这类周边

国家感到威胁.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尽管中马关系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

了迅速发展阶段,但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始终是左右马来西亚国内政治和对外

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这种担忧随着近年来中国快速的崛起而不断地增

强,马共等问题造成的历史记忆并未完全在马来西亚政府和民众的脑中消除,

马来西亚在中国高铁项目上的态度反复正折射出这一点.对中国而言,如何

正视这一长期影响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可以长期有

效的双边和多边互信机制,实现及时、有效的国际信息沟通,避免战略性误判

的发生,乃是紧迫和必要的工作.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步骤之一,在笔者看

来,是需要研究者对中马关系历史上的诸多问题进行更为严谨与客观的考证

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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